
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
———白氎∗

毕　 波

内容提要：根据汉文传世文献记载，古代于阗的衣物用料种类多样，如丝、毛等均在和

田出土的汉文、于阗文及其他胡语文书有所印证。 不过，玄奘所记于阗棉织物“白氎”，在出

土文书中却一直未见其踪。 本文指出，“白氎”可能对应的就是于阗语文书中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根据其词源为∗ｐａšｍａ⁃“羊毛”，学者最初将这一于阗语词汇释作“毛布”，即一种毛织

物。 近年来又有学者将其释作“ ”，即一种丝织物。 本文指出，尽管该词源自于“羊毛”，
但可能并不能按通常情况理解为毛织物，“毛”可能是用以表示棉织物毛茸茸的特征，正如

“氎”构字虽然亦有“毛”，但可以确定是指棉织物。 现有材料表明，于阗在 ７ 世纪中叶前后

似乎尚未开始种植棉花，当时的于阗很可能和汉地相类似，称棉布为“毛布”，故而采用词源

为“羊毛”的词造出了和汉文“毛布”同样的词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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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批准号：１３＆ＺＤ０８７）阶段性成果之一。 由

于写作时身在外地，个别资料查找不易，承蒙沈琛相助，在此谨致谢忱。

①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 １２，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００１ 页。 按：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

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５（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２０ 页）相应部分则记作“出氍毹细毡氎，工绩 ”。

②　 于阗语中表示棉布的可能还有其他词。 芮柯（Ｃｈ􀆰 Ｒｅｃｋ）将其刊布的一件粟特语文书中出现的 βｗｚ⁃ｙｎ 释作“由棉花制成之

物”，即棉布，并认为该词与于阗语的ｂūｓ＇īｎａｉ有关。 参见 Ｃｈ􀆰 Ｒｅｃｋ，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 ａ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Ｔｕｒｆ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内陆

アジア言語の研究』ＸＸＸ（吉田豊教授·荒川正晴教授還暦記念特集号），中央ユ － ラシア学研究会，２０１５ 年，４９ － ６２ 頁。 于阗语中

的 ｂūｓ＇īｎａｉ，贝利最初认为可能与（贝类的）足丝（ ｂｙｓｓｕｓ）有关，参见 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 Ｓａｋ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 ３００。

关于于阗的衣物用料，学界经常征引玄奘的记载，“出氍毹细毡，工纺绩 。 ……少服毛褐毡

裘，多衣 白氎”。①其中，“ ”“毡”“裘”等，不仅见于和田出土的汉语文书，也见于于阗语或粟

特语等胡语文书；“白氎”，即棉布，却未见于目前所见和田出土汉文文书。 不过，玄奘记载的可信度

应该很高，因为他是贞观十八年（６４４）从印度回国途中在于阗停留了数月，对当地物产、风俗、文化等

的记载，均出自他本人所见所闻。 可以想见，至晚在他停留于阗的 ７ 世纪中叶前后，当地肯定是有

“白氎”的，而且从其所记于阗人“多衣 白氎”来看，“白氎”已成为当时于阗人的日常衣物用料。
揆以情理，于阗语中应该也有与之对应的词。 依笔者愚见，该词可能就是于阗语文书中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②这是于阗语文书中常见的一个表示织物的词，尽管此前已有学者对其做过释义，笔者认为还

值得进一步讨论。 该词在 ２０ 世纪贝利（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解读的于阗语文献中多次出现：ｔｈａｕ 意为“布
帛”，ｐｅ􀆳ｍīｎａｉ 由意为“羊毛”的 ｐｅ􀆳ｍａ⁃（源自古代伊朗语∗ｐａšｍａ⁃“羊毛”）加上词缀 īｎａａ（意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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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构成，故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被释作“毛布”（ｗｏｏｌｌｅｎ ｃｌｏｔｈ）。① 这一释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广为学界接

受。 ２００２ 年，施杰我（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重新整理翻译英藏于阗文献，在处理 Ｇｏｄｆｒｅｙ ２ 这件某王第 １５
年杰谢（Ｇａｙｓāｔａ，今丹丹乌里克）残疾人纳税文书时，将用作夏装衣料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译作“棉布”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ｌｏｔｈ）。② 至于为何要这样翻译，未给出说明。 或许诚如段晴所言，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既然用作夏

季衣料，很难想象毛织物在丝路南道炎热的夏季会被用作衣料，③看来此前将其释作毛织物是不太

可取。
如果说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不是毛织物，那会是哪种织物呢？ ２００６ 年，吉田豊在撰写《有关和田出土

８—９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长文时，对该词给出了新的解释。 他认为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是一种丝

织品，其意思应该是“由丝绵（ｆｌｏｓｓ ｓｉｌｋ）制成的”，是汉文文书中“ ”的于阗语全称。 他指出，贝利

关于该词语源为∗ｐａšｍａ⁃“羊毛”的解释没有问题，并举出粟特语中的同源词 ｐšｍ“羊毛”来佐证。 不

过，他认为伊朗语的∗ｐａšｍａ⁃“羊毛”到了于阗语中意思变成了“丝绵”。④ 最近，段晴在讨论于阗织物

并涉及该词时，接受了吉田的观点，认为于阗语中 ｔｈａｕ 和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皆可用于表示汉文材料中的

“ ”。⑤ 不过，关于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是丝织品的比定，吉田文章的相关论证尚有商榷之处。 为了说明

这一点，以下还是先从他所分析的材料入手。
吉田之所以认为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对应的是“ ” （即玄奘笔下的“ ”），主要基于施杰我对斯

文·赫定收集品（Ｈｅｄ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及英国图书馆收藏的于阗文书中两组有关布帛征收文书关系的认

识。⑥ 这两组文书皆出自达玛沟（Ｄｏｍｏｋｏ），一组是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 Ｈｅｄｉｎ １５、Ｈｅｄｉｎ１６ 及

Ｄｏｍｏｋｏ Ｃ、Ｄｏｍｏｋｏ Ｄ；⑦一组是于阗语文书 Ｈｅｄｉｎ １、Ｈｅｄｉｎ １３ 及 Ｏｒ􀆰 １１３４４ ／ ４。⑧ Ｈｅｄｉｎ １５ 一组文书是

有关于阗某王 ３５ 年（巳年）、３６ 年（午年）六城地区征收 的记录，根据张广达、荣新江两位学者的

研究，此王为尉迟曜（Ｖｉｓ＇ａ􀆳 Ｖāｈａｍ·），这几件文书所涉年代为 ８０１、８０２ 年。⑨ Ｈｅｄｉｎ １ 一组文书也是有

关尉迟曜第 ３５ 年征收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及钱的记录。 吉田根据施杰我的分析，认为 Ｈｅｄｉｎ １５ 一组文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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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 Ｓａｋａ， ｐｐ􀆰 １４９， ２４９； Ｑｉｎｇ Ｄ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３１０， ｎ􀆰 １１。

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称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Ｕ􀆰 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２， ｐ􀆰 ５７７。 据张广达、荣新江

考订，此文书中未具名的于阗王应是尉迟曜，其在位的第 １５ 年相当于 ７８１ 年，参见《８ 世纪下半叶至 ９ 世纪初的于阗》（原载荣新江主

编《唐研究》第 ３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５７—２５８ 页。 文书中的残疾人（ｈāｌａｉ），以前学者译作“半丁”或“半人”，此处依据段晴最新刊布的一件汉语 － 于阗语双语文书汉文

部分对应的“残”字而改。 双语文书内容及相关考证，参见段晴《关于古代于阗的“村”》，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

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８１—６０４ 页。
参见段晴《于阗 ，于阗锦》，《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５ 集，待刊。 感谢段晴教授寄赠此未刊稿。
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神戶市外国語大学研究叢書第 ３８ 冊〔２００５〕，

神戶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２００６ 年，５９—６０ 頁。 中译本参见荣新江、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 ８—９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

札记（二）》（以下简称《札记（二）》），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 ３ 辑，北京：科学岀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８５—８６ 页。 此部分内容亦可

参见 Ｙ􀆰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８ｔｈ － 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以下简称“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Ｍ􀆰 Ｍａｃｕｃｈ， Ｍ􀆰 Ｍａｇｇｉ
ａｎｄ Ｗ􀆰 Ｓｕ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ａ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７， ｐｐ􀆰 ４６９ － ４７０。

Ｑｉｎｇ Ｄ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０；段晴：《于阗 ，于阗锦》，《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５ 集，待刊。

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６７—６０ 頁（中译本参见《札记（二）》，第 ８４—
８６ 页）。

这几件文书的前后关系，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原载『東洋学報』第 ６９ 卷第

１·２ 号，１９８８ 年，５９—６２ 頁），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 ６２—６３ 页。
施杰我最先指出这几件文书之间的联系，参见 Ｒ􀆰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ＩＩＩ􀆰

Ｗｉ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０；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ｐ􀆰 １０９。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 ２５４ 页。



ｔｈａｕ 的征收即是遵从 Ｈｅｄｉｎ １ 这一组文书中的征收命令而执行的，由此推定 Ｈｅｄｉｎ １ 这组文书中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对应的就是 Ｈｅｄｉｎ １５ 这组文书中的 ｔｈａｕ。① 毋庸置疑，两组文书年代相同，内容也都是

关于布帛征收的，且有几个人名互见，比如，Ｈｅｄｉｎ１ 文书中出现的勿萨踵 （ Ｖｉｓａｒｒｊāｍ·）、拂里勿

（Ｈｖīｖｉｔｉ），也一起出现在 Ｈｅｄｉｎ １５ 中，文书提到二人“共纳进奉 肆拾尺”。 施杰我认为，Ｈｅｄｉｎ １５
这张收据（即文书中的“抄”）上所说二人共纳 （ｔｈａｕ）４０ 尺，似乎就是 Ｈｅｄｉｎ １、Ｈｅｄｉｎ １３ 文书中二

人所缴纳 ８６ 尺 ７ 寸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中的一部分。② 这不过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表明这两

件文书所记录的属同一次征纳行为。 吉田也指出，８０１ 年冬至 ８０２ 年春吐蕃人从于阗地区征纳了非

常多的布帛，可能是用于进献吐蕃赞普，或者是为战争做准备。 因此针对同一批人多次征收相同或

不同物品是完全有可能的，③Ｈｅｄｉｎ １ 文书所征收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即为 Ｈｅｄｉｎ １５ 文书中的 ｔｈａｕ 就缺乏

足够有力的支持。 而且，如果说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真是“ ”的于阗语全称的话，那么在 Ｈｅｄｉｎ １５ 这组双

语文书中，与汉文部分“ ”对应出现的于阗语词汇更应该是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而非 ｔｈａｕ。
此外，吉田文在指出不应将于阗语中的 ｐｅ􀆳ｍａ 理解为“羊毛”时，还提到一条补充根据，即 ＩＯＬ

Ｋｈｏｔ １５７ ／ ２（Ｓｋｊæｒｖø ２００２， ｐｐ􀆰 ３５１ － ３５２）中用以计量 ｐｅ􀆳ｍａ 的是 ｔｈａｍ·ｇａ，亦即借自汉语的量词“秤”。
若指“羊毛”，则应像俄藏和田汉文文书 Ｄｘ􀆰 １８９１５ 中的“羊毛”一样，用“斤” （于阗语作 ｋｉｎ·ａ）来计

量。④ 事实上，从已刊布的于阗语、汉语文书来看，同一物品用“秤”抑或“斤”来计量并不冲突，因为

二者皆为重量单位。 “秤”为“称”之俗字，本义为衡器，后引申为重量量词，１５ 斤为 １ 秤。⑤ 和田出土

汉文文书中，用“秤”计重的目前似乎仅见 花（即棉花，于阗语作 ｋａｐāｙｓａ），而在于阗语文书中，ｔｈａｍ·
ｇａ 除用于 花的计重外，亦用于大麻等物。⑥ 文书中用“秤”还是“斤”计重，应该是视物品重量的实

际情况而进行选用。 比如吉田文中所举 花之例，在于阗语文书中，既可用“秤”来计重，亦可用

“斤”。⑦ 再如大麻（于阗语作 ｋāｍ·ｈａ），⑧既见用“秤”者，亦见用“斤”者。⑨ 总之，作为加工原料的毛、
麻、棉花，用“斤”或“秤”计重皆可，因此，这一点并不能作为否定 ｐｅ􀆳ｍａ 为“羊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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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吉田豊 『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５９—６０ 頁；《札记（二）》，第 ８５—８６ 页；Ｙ􀆰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Ｍ􀆰 Ｍａｃｕｃｈ， Ｍ􀆰 Ｍａｇｇｉ ａｎｄ Ｗ􀆰 Ｓｕ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ａ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ｐ􀆰 ４６９。

Ｒ􀆰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ＩＩＩ， ｐ􀆰 １４０􀆰
比如，Ｈｅｄｉｎ１、Ｈｅｄｉｎ １３ 两件文书开头部分完全相同，如役丁人数都是 ４４，征收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都是每人 ２３ 尺，征收的布料

总额也完全相同。 不过，根据文书“抄”统计已经缴纳的数量，Ｈｅｄｉｎ １ 是 ２３ 匹（１ 匹 ＝ ４０ 尺）１１ 尺，Ｈｅｄｉｎ １３ 则是 ２５ 匹 １７ 尺，数额并

不相同，两件文书后面记录的折纳钱数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属于同一年内两次不同的征收。
吉田豊 『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第 １０８ 页（中译本参见田卫卫译，西村阳子校

《有关和田出土 ８—９ 世纪于阗世俗文书的札记（三）上》 （以下简称《札记（三）上》），《敦煌学辑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Ｙ􀆰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Ｍ􀆰 Ｍａｃｕｃｈ， Ｍ􀆰 Ｍａｇｇｉ ａｎｄ Ｗ􀆰 Ｓｕ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ａ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ｐ􀆰 ４６９。 关于“秤”的比定，参见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文，１５６
頁注 ２０；《札记（三）上》，第 １５１ 页注 ３。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９ 页。 敦煌文书中，
“秤”又被作为量器使用，据学者研究，当时敦煌的 １ 秤约合 ３ 斤 １２ 两或 ３ 斤半，参见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

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９１ 页；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参见 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Ｖ（以下简称 ＫＴ Ｉ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 １５６； 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 Ｄｉｃｉ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 Ｓａｋａ， ｐ􀆰 １４８。
如 Ｈｅｄｉｎ ５１， ＫＴ ＩＶ， ｐｐ􀆰 ４５， １５６；Ｈｅｄｉｎ ６６， ＫＴ ＩＶ， ｐｐ􀆰 ４９， １６８。
Ｈ􀆰 Ｗ􀆰 Ｂａｉｌｅｙ， Ｄｉｃｉ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 Ｓａｋａ， ｐｐ􀆰 ５１ － ５２；ＫＴ ＩＶ， ｐｐ􀆰 ７８ － ７９。 关于“麻”，参见郑燕燕《中国古代麻作物析论：以

于阗、吐鲁番及敦煌文书记载为中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２０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３９—４６８ 页。
用“秤”者，如 Ｈｅｄｉｎ ５１， ＫＴ ＩＶ， ｐｐ􀆰 ４５， １５６；用“斤”者，如 Ｈｅｄｉｎ ５４， ＫＴ ＩＶ， ｐｐ􀆰 ４６， １５９。 此外，还有用“升”（于阗语一般作

ｓｉṃｇａ）者，如 Ｈｅｄｉｎ ３８、Ｈｅｄｉｎ ４７， ＫＴ ＩＶ， ｐｐ􀆰 ４２， ４４， １４９， １５４。 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也可见到用“斤”量棉花之例，如“ 花贰拾

斤”，参见《唐景龙二年（７０８）西州交河县安乐城宋悉感举钱契》，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５５３ 页。 吐鲁番文书中以“斤”来计重之物，参见洪艺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

之量词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０５ 页。



于阗语中为何要用表示“羊毛”的词来指称“丝绵”，吉田并未予以说明。 段晴则尝试从于阗特殊

的丝绸制作工艺来解释。 她指出，古代于阗是要等到飞蛾破茧，然后将破茧制作成绵，绵状如一团乱

羊毛。 从绵纺线，然后再织，如此织成的丝绸即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① 不过，于阗人选用词源为“羊毛”的
词派生出一个新词，说明这个新词应该是和“毛”相关的一种织物。 既然不是毛织物，那会是何物？
与“毛”有关，却非毛织物，这不禁让人想起玄奘笔下的于阗织物“白氎”来。 虽然从构字看，“氎”
由表音的“叠”加上表义的偏旁“毛”组成，似乎应该是指一种毛织物，但事实上其意为棉布，而棉布

之义正是上文所引施杰我对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 给出的一个词义，笔者在此完全同意其观点，下文将具体

论述。
此处关于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 指棉布，于阗语文书或许还可提供一个佐证，即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在文书中很

多时候是和 ｋāṃｈａ ｔｈａｕ“麻布”一起出现，如 Ａｃｈｍａ、Ｈｅｄｉｎ １２、Ｈｅｄｉｎ ４８、Ｈｅｄｉｎ ６７ 等，②而且通常都是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在前，ｋāṃｈａ ｔｈａｕ 在后。 在于阗语文书 Ｈｅｄｉｎ ５１（ＫＴ ＩＶ，ｐｐ􀆰 ４５， １５６）中，征收的虽不是

棉布、麻布，而是作为原料的棉花和麻，但棉、麻一起出现，且棉在前、麻在后的顺序，或许表明于阗人

习惯上将棉、麻二物并称。 若此判断不误，或许可说明通常情况下，与 ｋāṃｈａ ｔｈａｕ“麻布”一起出现的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更有可能是“棉布”，而非“ ”。③

上文指出，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可能对应的是汉文史籍中的“白氎”。 “白氎”为棉布之古名“白叠”或
“帛叠”的另一种写法。 世界上最早植棉的是印度，因此不少语言中最初表示棉花、棉布的词都可溯

源至印度古代语言。 学者通常认为“白叠”是个外来语音译词，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在对相关文献考

辨后指出，“白叠”之“白”字并非该词的必要组成部分，“叠”本身即可指称棉布。④ 尽管“氎”或“叠”
字在和田汉文文书中尚未见到，但棉布则确有记录，不过，是以“氎”的俗字“ ”出现的（这二字常被

混用，详见下文），文书中称作“ 布”⑤或“ 花布”，后者见于巴拉瓦斯特（Ｂａｌａｗａｓｔｅ）出土的一件有

关交纳 花布的唐代文书上。 该文书一面残存汉文 ２ 行、于阗文 ４ 行，另一面有于阗文 １ 行，汉文部

分的年代写作大历七年（７７２）。⑥

吉田已经指出，与汉文“ 花”对应的是于阗语的 ｋａｐāｙｓａ，“ 花布”的于阗语形式是 ｋａｐāｙｓａｊｉ
ｔｈａｕ。⑦ 有学者认为此即“白氎”的于阗语写法，虽然有汉文佛典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看法，但尚无和田

出土双语文书予以印证。⑧ ｋａｐāｙｓａｊｉ ｔｈａｕ 的另一种写法 ｋａｐāｙｓｊａ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 也见于上引大历七年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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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Ｑｉｎｇ Ｄ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０； 段晴：《于阗 ，于阗锦》，《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５ 集，待刊。

文书出处分别为 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ｐ􀆰 ５８１； ＫＴ ＩＶ， ｐｐ􀆰 １０２， １５４， １６８。
汉文文书中经常会见到单称的“布”（以及“大布”“小布”），这是布帛的泛称，还是专指麻布或棉布，尚不清楚。 或许是指麻

布，但应该不是指“ ”。 根据一件私人收藏和田出土唐贞元七年（７９１）汉文文书（张铭心、陈浩：《唐代乡里制在于阗的实施及相关

问题研究———以新出贞元七年和田汉文文书为中心》，《西域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中“征索税粮 布”之语可知，“ ”简称为“ ”。
根据最近刊布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以下简称人大博物馆）所藏一件和田于阗语 － 汉语双语文书（ＧＸＷ００３８），与汉文部分“布”对
应的于阗语形式为 ｔｈａｕｎａ，参见段晴、李建强《钱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 － 汉语双语文书解析》，《西域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参见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１９５９， ｐｐ􀆰 ４４７ － ４５０。
除吉田豊文中提到的文书外，“ 布”也见于人大博物馆藏一件于阗语 － 汉语双语文书（ＧＸＷ０１６３），参见段晴、李建强《钱

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 － 汉语双语文书解析》，《西域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文书编号为 Ｏｒ􀆰 ８２１２ ／ ７０２ ＝ Ｂａｌａｗ􀆰 ０１６０，汉文部分录文参见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

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８４ 页。
吉田豊 『コータン出土 ８—９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覺え書き』，１０７—１０８ 頁；《札记（三）上》，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大唐西域记》中“白氎”或“氎”多次出现，但玄奘未提梵文说法为何，利言《梵语杂名》作“白叠　 却波（引）萨　 ｋａ ｒｐā ｓａ”，

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５４ 册，Ｎｏ􀆰 ２１３５，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１９８８ 年，１２３１ 頁。 伯希和也提到义净

认为“白氎”对应的是梵文 ｋāｒｐāｓｉｋａ，参见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 ４３３。



文书背面的于阗文部分。① 尽管该残片正背两面的汉文、于阗文部分分别存有与棉布交纳相关的内

容，但由于文书残缺不全，不能确定正背两面是否属同一文书，以及同一面的汉文与于阗文部分的关

系。 与汉文文书同在一面的于阗文部分，第一行出现了 ｐę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第二行开头存有“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 １４
ｋｒｉ”（即 “１４ 个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因前一行行尾不存，不能确定此处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 是否指 ｋａｐāｙｓｊａ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
若是，或许正对应着汉文部分“ 花布”的数目。② 不管怎样，即便正背两面属同一件文书，ｐę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和 ｋａｐāｙｓｊａ ｔｈａｕｎａｋａ 同时出现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ｐę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是棉布的可能。 ｐｅ􀆳ｍīｎａｉ ｔｈａｕ 和

ｋａｐāｙｓａｊｉ ｔｈａｕ 可能是在前后不同时期开始出现的表示同一物品的词，就像敦煌、中原地区混用“氎”
“ ”一样，于阗人后来也混用二者。

“ 花”的于阗语形式 ｋａｐāｙｓａ 源自梵文 ｋａｒｐāｓａ，③此亦为汉文佛教典籍中“劫贝”“劫波育”“劫
贝娑”等词之词源，史籍中常写作“古贝”或“吉贝”。④ 关于棉布、棉花的这两种不同译法———“白
叠”或“叠”，以及“古贝”或“吉贝”，反映出棉布及棉花进入中国的两条途径：一经南海，一经西域。
新疆洛浦、尼雅、且末、吐鲁番等地汉晋时期的墓葬出土过一些棉制品残片，据学者研究，应当是自印

度输入，而非本地生产。⑤ 西域地区最早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的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吐鲁番盆地。⑥

《梁书·西北诸戎传》记高昌（即吐鲁番） “多草木，草实如蠒，蠒中丝如细 ，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

织以为布。 布甚软白，交市用焉”。⑦ 学者多据这条史料认为，自 ５ 世纪中吐鲁番盆地已经开始植棉、
纺织棉布，甚至曾以棉布充当流通手段。⑧ 这也为吐鲁番出土实物及阚氏高昌时期（４６０—４８８）文书

所印证，其中一再出现“ ”或“行 ”（即用于流通的棉布）有一件契券提到用“行 百叁拾柒匹”买
一个粟特胡奴，⑨表明当地的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此后则持续发展。 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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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感谢施杰我教授提供了此文书于阗语部分的转写及翻译。
由于文书较残，部分文字墨色很淡，因此无论于阗语还是汉语部分的释读，都存在一些不确定之处。 如果两部分内容相互

对应、关系密切，可能有助于内容的解读。 比如，汉文部分第一行一般录作“羯摩师□历七年十月廿八日纳 花布壹拾 匹 □典赵

俊”，“拾”后面的二字甚难辨识。 根据于阗语部分的数目 １４，或许“拾”后不是“匹”，而是“肆”字；“典”前原本未录的一字，从残划

看，像是“箇”字。 用“箇”来量布，见于人大博物馆藏文书《某年十一月十六日刘三娘负小布条记》 （ＧＸＷ０１８６），其中提到“小布两

箇”。
ＫＴ ＩＶ， ｐ􀆰 ９４􀆰
一般认为“古贝”“吉贝”二者必有一误。 伯希和曾对此二词做过详细辨析，认为“古贝”才是正确的音写，并指出 ｋａｒｐāｓａ 一

般是指棉花，而非棉织物（ｃｏｔｔｏｎ ｓｔｕｆｆ），“白叠”则一般皆指棉布，参见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ｐ􀆰 ４３５ － ４４０， ４５３。 汉文

佛典中的“劫波育”“白叠”“氎”等词汇，参见徐时仪、梁晓红、陈五云《佛经音义中有关织物的词语》，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
《汉语史学报》第 ２ 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７５ 页；吴震《关于古代植棉

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吐鲁番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６１０—６２４ 页。
西域地区与棉花种植、纺织相关的活动，为什么最先出现在东边的高昌，而非更西边的、更接近印度的于阗、疏勒、龟兹等

地，似乎尚未见有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值得从政治、经济及宗教的角度去考察。
《梁书》卷 ５４《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８１１ 页。 高昌地区植棉、用棉的相关信息出现在南朝史籍中，从侧

面反映出此时期由于南北对立所促成的南朝和西域之间的沟通。 关于南北朝时期两地之间的交流及其路线，参见唐长孺《南北朝期

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６８—１９５ 页。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 ４３３；王仲荦：《唐代西州的 布》，《文物》１９７６ 年第 １ 期；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

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２４—２２６ 页；É􀆰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 “Ｕｎ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ｉｒｅ ｄ􀆳ｏｕｅｓｔ ｅｎ ｅｓｔ ｓｕｒ ｌａ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ｔｔ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ｓｉｎｉｓéｅ （６ － １０ ｓｉèｃｌｅｓ）”， ｉｎ Ｌａ Ｐｅｒｓｉａ ｅ ｌ􀆳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Ｄａ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ａｌ Ｘ ｓｅｃｏｌｏ， Ｒｏｍａ： Ａｃｃａｄｅｍｉａ 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ｉ Ｌｉｎｃｅｉ，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９；童丕（É􀆰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著，余欣、陈建伟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北京：中华

书局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０７ 页；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１８—１２０ 页；《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

集》，第 ６１０—６２４ 页；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６１—１６２ 页。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４７７）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新疆植棉及棉纺织业发展》，收入氏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２９—３３４ 页。



文书中明确出现“种 ”的记录，开元、天宝年间棉布甚至成为当地对中央政府的土贡之一。①

与吐鲁番不同，中原及敦煌地区很晚才开始种植棉花、纺织棉布，②因此很长时间内汉地对于棉

花及棉布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存在一些误解。 汉文文献早期将棉布称作“白叠”或“白 ”，又名

“毛布”。 “毛布”之称，使得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很容易望文生义而理解为毛织物。③ 事实上，古人

所说“毛布”并非皆指毛织物。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 １０“木绵”条引晋张勃《吴录·地理志》曰：
“交阯安定县有木绵树，高丈。 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 又可作布，名曰‘白 ’，一名‘毛
布’。”④作为农学家的贾思勰只是指出棉布还有被叫作“毛布”的事实，并不是说棉布就是毛织物，而
且他写得很清楚，这种布是出自一种植物。⑤ 唐代僧人慧琳（７３７—８２０）的《一切经音义》中，有关

“氎”的条目数量不少，每处解释虽不完全一致，但内容基本相近，其书注“白氎”有二义：一是西国草

名（木绵花），一是（西国）草花布。 《一切经音义》卷 ２６“劫贝娑花”条注云：“花同柳絮，可以为绵，询
问梵僧，白氎是也。”⑥由此可知，尽管他没有见过棉花，以至于为此还得询问梵僧，但他知道氎布由

“草花絮”纺织而成，自然也清楚其所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义字书《埤仓》《考声》等虽将棉布释作

“毛布”，但并不是指毛织物。 与慧琳相比，唐代初年的玄应对“白叠”的音义相对简单，仅作“毛布”，
慧琳可能意识到这样很容易让人将其误作毛织物，因而注明“（西国）草花布也”。 这也提醒我们，在
理解古代典籍中的“毛布”一词时，须注意上下文语境，分清是否确指毛织物，避免误读史料。

那么，古人为何将棉布称作“毛布”呢？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依史籍记载，主要是因为棉花

成熟时棉絮状如“鹅毳”，因而这种用毛絮制成的布又被称作“毛布”；其二，按有些学者的解释，是因

为棉、毛都属短纤维，纺捻成纱线及织成布后，不像丝、麻等长纤维织物那样光洁，导致棉布的外观与

手感毛茸茸的，近似于毛织物。 因此，“毛布”之“毛”不能理解为羊毛或其他动物之毛，而应是棉纤维

之毛。⑦ 总之，“毛布”的叫法虽然比较形象，但很容易被误解为毛织物。 或许正是因为误解日深，而
“叠”原本又有碗碟、重叠折叠之义，棉布亦用“叠”字容易混淆，因此古人又给“叠”字增旁“毛”字，于是

大抵在 ６ 世纪时出现了“氎”字。 相较“叠”字，“氎”更符合汉字兼表音义的特征，甚至被认为是正字。⑧

敦煌汉文文书及传世文献表明，自 ７ 世纪以后，“氎”逐渐取代了“叠”。⑨ “氎”字的日渐常用，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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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新唐书》卷 ４０《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０４６ 页）“陇右道西州交河郡”下记载：“土贡：丝、氎布、毡、刺蜜、蒲
萄五物”。 《唐六典》《通典》等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参见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文化部文物

事业管理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１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５０ 页。 伯希和也引用、分析过这些史料，参见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 ４９１。
刘进宝根据敦煌文书及史籍记载指出，敦煌及内地在唐五代时期尚未种植棉花，参见《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

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原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收入氏著：《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４０—２６０ 页。 童丕对此表示赞同，参见 É􀆰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 “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ｉｌｋ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ａｔ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３４０。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ｐ􀆰 ４５０ － ４５１；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委

员会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５２ 本第 ２ 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８１ 年印行，第 ２１４ 页。 刘进宝

将古籍中出现的“毛布”皆理解为毛织物，由此导致对某些史料的解读出现偏差，参见《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

域传入内地的问题》（原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收入氏著：《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 ２４０—２６０ 页。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８４４ 页。
参见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Ｖｏｌ􀆰 Ｉ， ｐｐ􀆰 ４５９ － ４６０；《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第 ６２１ 页。
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９５４ 页。 “氎”，原文误作“氈”。
《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第 ６２０—６２２ 页。
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８７ 页。 此处及下文关于“叠”“氎”“ ”等字的分析，参见杜朝晖《从敦

煌吐鲁番文书看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汉化历程》，《敦煌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É􀆰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ｉｌｋ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ａｔ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３４０。 敦煌发现的 ７ 世纪末８ 世纪初唐代《玄应音义》写
本（Ｐ􀆰 ２９０１），其注文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同，却写作“白氎”，或许反映出在书写此写本的过程中，“氎”之使用更为普遍。



又加深了人们认其为毛织物的误解。① 不过，正如有学者已注意到的，在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似
乎并未见到“氎”字，而是用“叠”字，②这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很早即已开始植棉并纺织棉布，很清楚

“叠”并非毛织物，故而避用“氎”字以免混淆。
除“叠”外，“牒”也是一个表示“棉布”的音译词。 后来的佛经音义中，“牒”即常作“氎”之直音

字，敦煌文书中即存有不少“牒”指“棉布”的例证。 为了契合其所表达的意思，古人又给“牒”改换形

旁，改为“毛”旁的“ ”和“糸”旁的“ ”。 前者用例较少，而后者是汉代以前即已出现的字，同
“绁”，本义“系也”，引申为“绳索”。 换旁之后，用以表示“棉布”的“ ”与表示绁的“ ”成了形同

而音义不同的同形字，对后世理解该字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吐鲁番文书中，“ ”字的使用

在时间上与“叠”字相接续，早期用“叠”更多一些。 ７ 世纪中叶前后，“ ”字的使用基本固定下

来。③ 与中原史籍多用“氎”不同，敦煌晚唐五代文书中多见“氎”“ ”混用且“ ”字为主的情况，④

这可能是由于毛织物在敦煌也是普遍常用之物，为避免用“氎”字被误为是毛织物，所以更多取用

“ ”字。 不过，在敦煌文书中，“ ”字是指棉布，而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毛织物，因为当时敦

煌的毛织物主要是用“褐”字来表示。 诚如学者所言，尽管“ ”字在佛经音义中常被当作错字、俗
字，但最终还是取代“叠”“氎”等字，被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而稳定地使用着。 迄今发现的

和田出土汉文文书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例证也皆用“ ”字，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之“叠”字，抑
或玄奘所用之“氎”字似乎皆尚未见到，这很可能是与目前所发现文书年代较晚有关。 尽管近年来

发现的和田文书中也有个别早至 ７ 世纪末年武周时期者，但绝大多数汉文文书是在 ８ 世纪后半叶

的大历、建中、贞元时期。⑤ 因此，并不能排除于阗当地人在 ８ 世纪之前有过使用“叠”甚或“氎”字的

可能性。
现存和田汉文文书中关于“ 花”“ 布”的材料虽并不算多，但为了解于阗地区棉花种植及棉布

纺织提供了重要信息。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唐某年十二月十二日李旺致杨副使书状》
（ＧＸＷ０１７４）⑥文书中即提到了“ 花”：

８ 萨波悉略油麻二斗李凑油麻一斗六升緤花两秤纥罗捺緤花
三秤

９ 勃特桑宜緤花三秤桑宜没两秤毛勃捺三秤杨副使四秤

１０ 史押官两秤韩睦两秤李珎四秤已上计花廿五秤

１１ 油麻三斗六升。 附送粗毡袜。 至须检领。 谨封□
以上节录的几行文书是神山堡（今麻札塔格，Ｍａｚａｒ Ｔａｇｈ）知堡官李旺呈送给杰谢镇杨副使的礼

单，二十五秤“ 花”是列在其中的一样物品。 书状写于十二月寒冬之时，“ 花”想来应该是用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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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５（第 １２０ 页）记于阗“出氍毹细毡氎，工绩 ”，文字与《大唐西域记》相关部分稍有不同，是将

“氎”列在毛制品“氍毹、细毡”之后。 若非后人妄改，或可表明 ７ 世纪末时“氎”在中原地区会被误作是和“氍毹”“细毡”同类的毛织

物。 １０ 世纪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Ｓ􀆰 ６１７）将“氎”注作“细毛布”（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３ 卷，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７０ 页），可能也是将“氎”误为毛织物了。
参见杜朝晖《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汉化历程》，《敦煌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另外，庆昭蓉《唐代安西之帛

练———从吐火罗 Ｂ 语世俗文书上的不明语词 ｋａｕｍ 谈起》（《敦煌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指出，吐鲁番出土唐麟德二年（６６５）《支用钱练

帐二》文书中，一处被录为“白氈”者，疑为“白氎”。 “氈”“氎”字形接近，很容易误认，细审图版（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 ２２５ 页），更似“氈”字。
此处是基于笔者的统计。 杜朝晖《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汉化历程》（《敦煌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一文则

认为大约自 ５ 世纪时，“ ”字大量出现，并且逐渐固定下来。
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 ２４６—２４８ 页。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 ４８—６９ 页；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吕绍理、周

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３—４５ 页。
该文书最初由李吟屏依据照片刊布，参见《近年发现于新疆和田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页考释》，《西域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文书现藏于人大博物馆，录文最近由人大博物馆藏和田汉文文书整理小组重新做了整理，完整录文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

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吕绍理、周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第 ５０ 页。



作棉衣、棉被之类，和同在礼单上的“粗毡袜”一起作为越冬之物呈送的。 文书本身无纪年，学者结合

书状内容及其中的“萨波悉略”等人名，认为当在大历至建中年间。① “悉略”，又作“思略” “斯略”，
是于阗语人名 Ｓīｄａｋｉ 的音译，此人见于多件于阗语文书，是杰谢镇处理行政事务的地方胥吏。 其名

还出现在一件俄藏于阗语文书 ＳＩ Ｐ １０３􀆰 ４９ 中，可知此于阗语文书也是出自杰谢，文书写于于阗王尉

迟曜第 １６ 年，学者考证为建中三年（７８２）。② 文书内容与催缴钱粮有关，结尾部分则有两行汉文“三

月内分付小布壹、 花陆秤，准计壹硕陆 ”，③此处让百姓缴纳“ 花”以代粮，表明杰谢当时已经

存在棉花种植。 不只杰谢，与“ 花”“ 布”相关的材料也见于和田其他地方发现的文书，如上引巴

拉瓦斯特出土大历七年双语文书。
除了汉语、于阗语文书，和田出土大概同一时期的粟特语文书中也保留了有关棉布买卖的重要

信息。④ 这些文书无疑表明，至晚到 ８ 世纪后半，棉花、棉布已经在于阗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

角色，即于阗的棉花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棉布纺织生产也已具备了一定规模。 至于此前半个多世纪

的相关情况，从麻札塔格出土唐开元九年（７２１）《于阗某寺支出簿》（Ｏｒ􀆰 ８２１１ ／ ９６９ － ９７２）⑤可获知一

些信息。 为便于讨论，兹将相关录文给出：
２４—２５　 出钱伍伯贰拾文，买土 布一，长一丈，给付厨子家钦状请充袴用。
５９　 　 　 出钱壹伯文，付桑宜洛，充买袴布 花价。

此处的“土 布”，一般认为是于阗当地生产的棉布。⑥ 但吴震通过对比同文书中的 布价格（１
丈 ５５０ 文）与“彩帛”价格（１ 匹 １７０ 文，１ 丈合 ４２􀆰 ５ 文）以及天宝二年吐鲁番地区 花、 布价格指

出，若棉布是于阗本地生产，当不至于如此昂贵，由此认定开元年间之前于阗尚无棉布生产。⑦ 这

一推断看起来很有道理，但若考虑到作为原材料的“ 花”尚且值 １００ 文，加上手工成本，⑧已经织

成的 布 １ 丈值 ５５０ 文虽然价格确实不菲，但并不算太离谱。 再者，如果真如吴先生所言，此处

“土 布”是从其他地方运来作为商品而出售，倒也尚可理解，但作为原材料的“ 花”也需远道运

来似乎有些不大可能。 因此笔者仍认为此处所涉“土 布”是于阗当地所产，“ 花”则反映了于

阗此时已经开始种植棉花。 布价格比“綵帛”贵出不少，可能与棉布生产所面临的技术困难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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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吕绍理、周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

嵩寿研讨会论文集》，第 ５０ 页。
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 ２５８ 页。
参见 Ｒ􀆰 Ｅ􀆰 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Ｍ􀆰 Ｉ􀆰 Ｖｏｒｏｂ􀆳ëｖａ⁃Ｄｅｓｊａｔｏｖｓｋａｊａ， Ｓａｋ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ｅｘ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Ｉ： Ｔｈｅ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Ｈ􀆰 Ｋｕｍａｍｏｔｏ， Ｐ􀆰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Ｈ􀆰 Ｖ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５６ － １５７。

于阗语文书中相关材料，参见 Ｑｉｎｇ Ｄ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３１７。 粟特语文书中此一时期于阗棉布交易的记

录，参见 Ｂｉ Ｂｏ ａｎｄ Ｎ􀆰 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 Ｉ： Ｆ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３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０３ － ５０５（中文修订本参见毕波、尼古拉斯·辛姆斯 － 威廉姆斯《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

的四件经济文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 １０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９４—１９９ 页）。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８９—４９９ 页；文书年代考订参见池田温《麻札塔格

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１４—２１６
页。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第 ２７４ 页。
《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第 ６１７—６１８ 页。
关于手工成本，同文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如“出钱壹伯伍拾文”充“缝皮裘手工价”，“出钱柒伯陆拾文”及“玖伯玖拾文”充

“造官毡手功价”，“出钱叁伯柒拾文……充造巩器手功价”，“出钱捌拾文充还雇画行城幢伞龙凤等手功”。 不难看出，在 ８ 世纪的于

阗社会，造毡、缝皮裘这类需要技艺的手工活，所需人力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大关系。① 若此解释属实，是否恰好反映出 ８ 世纪初年于阗地区的棉花种植及棉布纺织尚处于起步阶段？
囿于材料，于阗之棉花种植到底始于何时目前尚不清楚。 上文已经指出，玄奘所记于阗人“多衣

白氎”表明，“白氎”已成为当时于阗人的日常衣物用料，尽管如此，他在记录于阗出产的织物时

仅提到了“氍毹细毡”，并未提及“白氎”，这似乎暗示在玄奘到达于阗的 ７ 世纪中叶前后，当地尚未开

始种植棉花。 植棉之前的于阗很可能也存在着和汉地类似的情况，称棉布为“毛布”，故而采用词源

为“羊毛”的词造出了和汉文“毛布”同样的词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乍看起来这像是毛织物，但事实上可能

是表示棉布。 至于该词的出现是否受到汉字“氎”的影响，受材料所限尚很难说。 当然，由于缺少确

凿的证据，本文将 ｐｅ􀆳ｍīｎａｉ⁃ｔｈａｕ 解释为棉布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仍有待日后能有于阗语 －汉语双语

文献的出现，来告诉我们掩藏在该词背后的历史真相。

Ｂａｉｄｉｅ （白氎，ｃｏｔｔｏｎ ｃｌｏｔｈ）： 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ｈｏｔａｎ
Ｂｉ 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ｈｏｔａｎ ｕｓ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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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杨在军教授《中国劳资关系近代转型研究：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视角》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全
书共 ４５ 万字。 该书分引论篇、晚清篇、北洋篇、南京国民政府篇，除绪论、结论外，共 １４ 章。

该书利用劳方、资方与政府整体关系视角的劳资关系分析框架，就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进行长时段、整体系

统的研究。 近代各篇以各阶段政府、资方与劳方构成、结构、特点等梳理为基础，再从劳资关系入手探讨各阶段

剧烈劳资冲突所呈现的劳资关系与演化逻辑。 研究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劳资关系实现了近代转型，其
基本特征是政府、劳方与资方的组织化，集体协商的常态化，劳资三方均能依法履行劳资角色，劳资关系趋于缓

和。 中国劳资关系萌芽与近代转型的历史表明，政府、劳方与资方均经历了传统到近代，由弱变强，由松散而组

织化的过程，早期阶段均显得无助、无奈，近代转型后三方及整个劳资关系体系相对均衡有序。 （兰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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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技术困难导致棉布成本偏高，赵冈曾经指出，新疆地区古代种植的草棉，种植不难，但织布极难。 因为棉种的棉丝与棉

籽附着坚固，脱籽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 而且草棉纤维过短，纺起纱来很费力，加之西北地区气候过

于干燥，织布时棉纱易断。 因此，从棉花到织成布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人力，也是导致棉布价格高的主要原因。 此外，如果要生产

高级棉布，还需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湿度，然后慢慢纺出细纱，织出均匀的细布，如此一来，成本当然就更高了。 参见赵冈《唐代西州

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陈国栋、罗彤华主编：《经济脉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９６—９７ 页。


